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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浙江的实证分析 

韩明华 1，陈汝丹 2 

（1.宁波大学商学院；2. 浙江上虞农村合作银行） 

【摘 要】全球价值链(GVC)背景下，影响与制约中小制造企业升级的因素有其特殊性。文章首先对我国中小制造

企业 GVC 升级的衡量指标与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继而利用浙江省部分中小制造企业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

分析了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中各因素的影响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本地企业家能力、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

技术创新能力、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等因素对企业 GVC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因素

影响作用不明显；现阶段政策环境没有起到应有的正向促进作用。最后，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了促进中小制造

企业 GVC 升级的相关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小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的形成为我国等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创造体系、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提供

了契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加工贸易为突破口依托劳动密集比较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并

逐渐在国际分工中取得了一席之地。在此过程中，我国为数众多的中小制造企业紧紧抓住国际化分工和产业转移这一机遇，通

过代工、加工等方式积极嵌入 GVC，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壮大，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促进市场繁荣、缓解就业压力做出了重要贡

献。然而随着土地资源紧缺、劳动力成本攀升、原料价格上涨等问题的日益凸显，凭借低要素市场环境取得成功的我国中小制

造企业旧有的比较优势正逐渐丧失，特别是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我国中小制造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制造企业更是遇到了

前所未有的发展困境，以往通过代工或贴牌(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简称 OEM)所能获取的利润正逐渐被“吞噬”。

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制造企业以 OEM作为主要方式所实现的仅仅是 GVC的“低端嵌入”，基本上仍处于 GVC的低附加

值环节，作为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中的被治理者在 GVC 利润分配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从而使得我国中小制造企业面临着被低端

锁定的困境。而要摆脱这一困境，向 GVC两端高价值环节攀升实现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已成为重要的现实问题。 

本文结合目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规模偏小、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水平不高、人力资源缺失且长期徘徊于 GVC 底端，竞

争优势难以为继因而迫切需要通过升级突破发展“瓶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借鉴前人研究基础，对影响我国

中小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因素进行分析和讨论；在此基础上，选择中小企业较为集中的浙江省，利用对省内部分中小制

造企业问卷调查所获取的样本数据，对中小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从微观层面对中小制造

企业 GVC升级问题的研究方面力图有所突破和创新。 

二、相关研究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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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价值链中，企业升级的实质就是企业能成功实现从低附加值转入高附加值生产(黄韦华、向吉英，2011)或转入技术

含量更高的活动(Porter，1990)从而获得能力提升的过程。Humphrey & Schmitz(2002)提出了一种 GVC 下以企业为中心从低级

向高级升级的“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链条升级”的四层次分类方法
[1]
；Humphrey & Schmitz(2000)指出发展

中国家本土企业嵌入不同的 GVC 治理模式其升级含义也不尽相同，其中嵌入半科层治理模式虽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提供了流

程升级和产品升级的快速渠道，但却阻碍了其功能的升级
[2]
。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对 GVC下我国本土企业升级问题进行

了广泛讨论。黄永明、何伟、聂鸣(2006)在分析全球价值链下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所面临的升级障碍的基础上，提出了技术能力、

市场扩张能力以及技术和市场相组合的三种企业 GVC 升级路径
[3]
；王如镜(2006)通过对苏州 IT 制造业集群在 GVC 中升级的可能

性及存在问题的分析，提出了优化产业链、加强区域合作、构筑创新体系等相关对策建议
[4]
；龚三乐(2007)认为只有在完备升级

动力的推动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才能顺利实现 GVC 升级，并进一步对集聚效应、领导企业推动以及创新等 GVC 内企业升级的

三种动力进行了详细分析
[5]
；毛加强，刘璐(2009)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为例，提出了 GVC下从“功能性升级——产品升级—

—工艺流程升级”的集群升级路径
[6]
；杨慧力，何青松等(2010)认为提升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是加工贸易升级的方向，并结

合山东加工贸易现状，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优化外商投资结构、加强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以及加强人力资本投入等促进山东

加工贸易升级的具体对策建议
[7]
；周春山，李福映等(2014)通过汕头传统制造业嵌入 GVC的方式、程度及地位的调查分析，认为

现阶段汕头传统制造业普遍处于 GVC 低端环节，进而依据企业嵌入 GVC 的不同程度，提出了由“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

“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两种升级路径
[8]
。 

也有学者认为全球价值链下的企业升级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和探讨，概括起来国内外学者

对 GVC 下企业升级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7，9-26]

：①GVC 嵌入方式、治理模式(Humphrey &Schmitz，2004；刘

红燕，2008；戴勇，2009；龚三乐，2011；赵佳颖，2013)；②市场、政策环境(Sturgeon & Lester，2002；毛蕴诗，2009；龚

三乐，2009；涂颖清，2011；郭晨，2012；王海杰，2013)；③企业技术和能力(Chen & Lee，1997；Yoruk，2001；戴勇，2009；

毛蕴诗，2009；龚三乐，2009；涂颖清，2011；陈仲常、马红旗，2012)；④企业对买方的依赖程度(Yoruk，2001；Sturgeon & 

Lester，2002；Humphrey & Schmitz，2004)；⑤企业人力资本(杨慧力，何青松等，2010；涂颖清，2011；高越、杨明，2011；

谢莹，2013)以及企业家的精神和品牌意识(毛蕴诗，2009；王海杰，2013)；⑥升级成本与资金支持(Sturgeon &Lester，2002；

温辉，2011；申明浩、杨永聪，2012)，等等。 

从上述对国内外 GVC 下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升级问题相关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目前对于 GVC 下企业升级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企业竞争力理论、动态能力理论以及全球价值链理论等框架层面上，所提出的升级路径也多集中体现在过程升级、产品升级、

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或者跨行业升级。尽管也有学者通过研究揭示出发展中国家本土企业的 GVC 升级道路并非一路坦途，认

为其升级的路径和效果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但多数还侧重于理论的分析和阐述，从微观企业层面对中小企业 GVC 升级的影

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的还较少，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与难点所在。 

三、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衡量指标选取与影响因素分析 

(一)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衡量指标选取 

目前对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衡量标准的研究还不多见，毛蕴诗(2009)基于全球价值链、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企业动态能

力等理论总结企业升级衡量标准如下：①产品技术含量增加或产品的附加值增加；②产品的功能增强；③OEM—ODM—OBM；④由

单一产品向系列产品、单一业务向业务解决方案扩展，以形成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市场；⑤战略性资产或创造性资产的形成，

以获取企业核心竞争力
[27]
。通过借鉴其研究成果，本文将 GVC下中小制造企业升级的衡量指标设划分为两大类。 

1.企业战略能力增强 

企业战略能力是一个企业赖以生存和未来发展的基础，其具体表现为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既包括社会、经济、技术等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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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变化，也包括企业自身经营条件、市场需求等微观环境的变化)企业能否灵活有效地综合利用其内部资源以实现与外部环

境相匹配的能力。 

企业战略能力的强弱决定了其能否在市场竞争中不断获取竞争优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拥有并不断增强和完善企业

战略能力将有助于促进嵌入 GVC 的我国中小制造企业竞争力的提升，进而提高其在 GVC 分工中的地位；而随着在 GVC 中地位的

改善和巩固，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将面临新的竞争环境，为此我国中小制造企业需要进一步增强战略能力以培养新的竞争能力、

获取新的竞争优势，最终形成“战略能力增强——竞争力提升——获得 GVC 地位的改善和提高——战略能力进一步增强”的动

态良性循环，并最终表现为实现了 GVC升级。 

2.企业产品技术含量提高 

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是指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水平，体现了生产的复杂程度。一般来说，产品生产的复杂程度

越高、加工难度越大其技术含量就越高，产品的附加值也就越大；同时，技术含量越高的产品越不容易被他人复制和模仿，才

能够在市场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由此可见，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关系到企业的核心竞争水平的高低。 

目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仍主要被定位于 GVC 的低端环节，所提供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附加值偏低，因而只能长期在低

端市场依靠价格进行竞争，企业利润微薄，并且其盈利的空间正不断缩小。因此，嵌入 GVC 的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只有从依靠低

成本优势以及低价格竞争的粗加工模式逐步转向依靠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运行模式。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将有助于嵌

入 GVC的我国中小制造企业竞争力的提升，并最终表现为其向 GVC两端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二)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影响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在 GVC 分工体系中基本上仍主要是被压制或锁定在加工、组装等低端环节，长此以往难免会陷入

“微笑贫困”的陷阱
[28]

。因此，中小制造企业只有通过升级逐渐摆脱被压制在价值链底端的困境才能更好地融入 GVC，得到进一

步发展。然而，受各种因素的不同影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沿 GVC动态升级的过程成败并非必然，概括起来存在诸多因素。 

1.本地企业家能力 

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在 GVC 中的升级进程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抉择，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

与决断者，本地企业家能否做出正确的决策是企业能否成功升级的关键。这不仅取决于本地企业家是否具有企业升级的意识，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其是否具备战略能力、创新能力、市场机会识别能力等与企业升级相匹配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将最终综合表

现为本地企业家在 GVC上能否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与协调。 

由此可见，本地企业家在企业 GVC 升级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素质、能力的高低对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

升级有着重要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1。 

研究假设 1：本地企业家能力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本地企业家能力越高越有利于其 GVC升级。 

2.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 

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目的主要是实现从低端向高端的攀升，从而能够在全球价值链活动中获得更多的产品附加值。

一般来说，越接近 GVC 上游环节企业所提供产品的技术含量就越高，产品的生产工艺、流程就越复杂，也就越需要企业提高人

力资本的投入。因此，在 GVC 升级的过程中，如果中小制造企业还是仍然维持对低技术能力、低成本劳动力的简单依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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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无法满足升级的需要，那么企业的升级将很难成功；反之，如果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随着其 GVC

的升级而不断提升，那么将会大大增加企业升级的内生动力。由此可见，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是影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2。 

研究假设 2：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越高

越有利于其 GVC升级。 

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是企业生存和获得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其高低越来越成为决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一直以来，我国中

小制造企业普遍存在技术水平偏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的情况，由此也决定了其在 GVC 分工体系中只能选择“低端嵌入”的方

式，尽管这种融入方式为中小制造企业带来了更多的发展机遇，但也使企业逐渐面临利润微薄化以及升级自主性丧失的风险。

因此，要改变 GVC 低端嵌入的格局，我国中小制造企业无论以何种方式实现全球价值链升级，技术创新是基础和核心，而技术

创新的效果和水平则取决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大小。由此可见，GVC框架下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升级应是在企业不断追求技术进

步与创新基础上的动态演进过程。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3。 

研究假设 3：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拥有越高的技术创新能力越有利于其

GVC升级。 

4.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 

在 GVC 上，主要从事加工制造环节的我国中小制造企业一般可以获得来自高层级领先企业的知识和技术转移，以便能够为

高层级企业提供满足其要求的产品。因此，对我国中小制造企业而言这种知识或技术的转移通常是外生性的，而企业自身技术

能力的形成则取决于企业是否具有把获取到的这些外部知识通过有效的消化、吸收、开发和利用，使之最终转化为企业自身知

识的一部分，并将内部化的知识作为企业“资本”进行运营，继而产生效益的能力，即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的能力。通常，

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越强的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就越强，其最终内部知识的产生也就会越多，知识资本化的速度和

效率就越高，因而更有利于推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持续增长。随着企业技术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在 GVC 的地位也

将逐步得到提升。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4。 

研究假设 4：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越

高越有利于其 GVC升级。 

5.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 

技术进步是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升级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通常，发展中国家本地企业在嵌入 GVC 的过程中，其技术赶超可

遵循“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路径。由于 OEM 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嵌入 GVC 的主要模式，因而其技术引进通

常以“低端技术引进”开始，核心技术缺乏意味着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将只能长期停留在 GVC 的低端。因此，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应该在技术引进的基础上，通过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进行自主创新，通过创新加速自身的技术进步，以突破其在 GVC 上

的“低端技术”锁定，实现企业 GVC 升级。但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升级需要相应的成本支出与资金投入，如技术创新成本、企业

品牌设计费用、人力资源招聘等。而融资难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瓶颈之一。在此情况下，通过

技术创新实现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成为影响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重要因素。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5。 

研究假设 5：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存在负相关关系，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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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越有利于其 GVC升级。 

6.政策环境 

尽管在 GVC 下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升级主要依赖其自身能力的不断提升，但政府宏观政策导向也是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升级的

重要推动力，如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将对企业升级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政府在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政策的制定将对中小

制造企业升级提供必要的支持；知识产权政策则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了有效的保护。由此可见，政策环境是影响我国中小制造

企业在 GVC上升级的重要因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将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升级。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 6。 

研究假设 6：政策环境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存在正相关关系，即我国中小制造企业所处的政策环境越好越有利于其

GVC升级。 

四、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浙江为例 

基于前文第三部分中对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衡量指标及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以中小制造企业较为集中的浙江省为

例，从微观层面进一步对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一)指标设定与数据收集 

由于本次研究主要针对企业微观层面的问题，因而所需研究数据无法从公开资料中获取，为此本文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收

集研究所需数据。同时，为了尽量减少测量误差，对每个变量都设计了多个指标进行测量。其中，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作为

因变量，其衡量指标为：企业战略能力的提高由劳动生产率提高、发展模式升级、企业规模增大以及形成独特的战略性资产和

创造性资产进行测量，记作：Y1-Y4；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由产品功能增强、产品生命周期缩短、产品单价提高、产生新的产品

系列进行测量，记作：Y5-Y8。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影响因素作为自变量，其中，本地企业家能力由企业家学历、价值观、个

性特征、市场识别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以及管理能力进行测量，记作：X1-X6；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由团队成员的知

识水平、基层工作人员的熟练程度、员工培训、人力资源的激励机制进行测量，记作：X7-X10；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由技术创新的

积极性、研发团队实力、技术人才学历水平、知识产权和专利数量以及技术研发投入进行测量，记作：X11-X15；企业知识内部化

及资本化能力由知识获取能力、知识吸收与转化能力、知识的开发能力以及企业知识存量进行测量，记作：X16-X19；企业升级所

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由退出成本、进入成本以及升级所需的资金投入进行测量，记作：X20-X22；政策环境由银行信贷环境、知识

产权保护政策和能力、政府给予企业的优惠补贴以及创新成果转化机制完善性进行测量，记作：X23-X26。 

本次问卷发放选择了浙江嵊州领带和宁波服装中小制造企业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 247 份，回收 152 份，问卷回收率

61.53%；经过适当分析处理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13份，问卷有效率为 74.34%。 

(二)数据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调研数据的信度
①
和效度测量，采用了结构方程的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

[29-30]
。在信度方面，对企业 GVC升级各指标变量(Y1-Y8)

的分析结果显示，各变量因素负荷量值均大于 0.5；除 Y7外，其余变量信度系数均大于 0.5，显示模型内在质量检验良好；运用

应用程序建构信度的计算对潜在变量(第一潜在变量：企业战略能力的提高；第二潜在变量：企业产品的技术含量)组合信度以

及平均方差抽取量进行估算，结果显示第一潜在变量组合信度值为 0.898，平均方差抽取量值为 0.689；第二潜在变量组合信度

值为 0.840，平均方差抽取量值为 0.569。对企业 GVC升级各影响因素指标变量(X1-X26)的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各影响因素指标变

量因素负荷量值均介于 0.5～0.95之间；除 X1、X8、X19、X23以及 X24，其余变量信度系数均大于 0.5，显示模型内在质量检验尚可；

各潜在变量本地企业家能力、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企业升级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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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与资金投入以及政策环境组合信度值分别为 0.906、0.857、0.905、0.849、0.850，平均方差抽取量值分别为 0.618、0.605、

0.656、0.587、0.657，通过信度检测。 

在效度分析方面使用数据的结构效度，以拟合指数
②
作为衡量标准。对企业 GVC升级各指标变量(Y1-Y8)的拟合指数运算结果

显示，其基本适配度各指标判断均为“是”，整体适配度各分适配度指标中除 PGFI值、CN值、AGFI值以及 RFI值外，其各指标

判断均达到可接受评价标准，显著性检验 p=0.104＞0.05，接受虚无假设。对企业 GVC 升级各影响因素指标变量(X1-X26)的拟合

指数运算结果显示，其基本适配度指标均达到检验标准，整体适配度各分适配度指标中除 PGFI 值、CN值、AGFI值、NFI值以及

RFI值外，其各指标判断均达到可接受评价标准，显著性检验 p=0.152＞0.05，接受虚无假设。结构效度分析结果表明数据适配

良好，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三)模型构建与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检验各影响因素对浙江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是否存在作用关系，本文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EM)，使用 AMOS

软件对有关企业调研数据进行路径分析
[30-31]

。 

根据前文数据信度分析结果显示，变量 X1、X8、X19、X23、X24以及 Y7未通过信度检测，因此本文首先剔除了未通过检验的变

量构建了浙江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影响因素的初始路径模型 SEM1，并选择 GFI值、CFI值、NFI值、x2
、AGFI值、RMSEA值

以及 IFI值作为模型适配度判断标准
③
，通过对其进行适配度检测，结果显示部分数据未能通过检测，表明需对 SEM1进行修正。

为此，为消除模型中的路径偏差，通过将相关变量间的关联进行修改，得到修正后的路径模型 SEM2，如图 1所示。通过 SEM2模

型适配度运算得到各指标检测值，其中 GFI值为 0.934、CFI值为 0.907、NFI值为 0.941、x2
为 1.836、AGFI值为 0.924、RMSEA

值为 0.075、IFI值为 0.954。修正后的路径模型 SEM2适配度良好，能够与样本数据达到较好拟合。 

 

注：企业家代表本地企业家能力；人力资源代表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技术创新代表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知识能力

代表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成本资金代表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等影响 GVC 升级的因素。 

图 1路径模型 SEM2中，W1-W6为各影响因素路径系数，其对应的估计值如表 1所示。一般地，路径系数估计值为正值表示存

在正相关关系；反之，则存在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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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浙江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影响因素路径系数各估计值可知，本地企业家能力因素的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201，说明

本地企业家具有越强的能力越能促进企业 GVC 升级，由此研究假设 1 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因素的路

径系数估计值为 0.303，表明企业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源水平越有利于企业 GVC升级，由此研究假设 2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因素的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406，说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对企业 GVC升级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研究假设 3

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因素的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314，说明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越强越有

助于企业 GVC 升级，由此研究假设 4 得到统计数据支持；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因素的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05，表明

该因素对企业 GVC 呈正向促进作用，但并不明显(其值远远小于其他因素的路径系数估计值)，此结果与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

投入与企业 GVC 升级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研究假设相反，研究假设 5 没有得到统计数据支持；政策环境因素的路径系数估计值为

—0.966，表明政策环境目前对浙江中小制造企业 GVC作用具有一定的反向作用，此结果与政策环境与企业 GVC升级存在正相关

关系的研究假设相反，研究假设 6没有得到统计数据支持。 

五、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在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影响因素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选择中小制造企业较为集中的浙江省为例，通过企业样本数据

的调研，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实证分析了各因素对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影响作用。研究结果表明： 

(1)本地企业家能力、企业人力资源的质量与层次、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知识内部化及资本化能力等因素对企业 GVC升

级有着较为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 

(2)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对企业 GVC升级体现出了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但不明显。分析其原因在于：一方面，

目前浙江中小制造企业大多以低端嵌入 GVC，并主要从事的是低附加值的加工、装配等劳动密集型制造环节，因此对企业现有技

术进行改造、更新与提升，成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手段，但由于受自身规模、资金等的限制，浙江中小企业的技术改造

升级面临资金瓶颈，因而现阶段加强企业升级所需的成本与资金投入将对企业升级起到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从长

期来看，浙江中小企业升级还是需要依靠自主创新的内生动力，而现阶段浙江中小企业的创新模式主要仍以“模仿创新”为主，

除资金瓶颈外，还普遍存在自身技术基础薄弱、研发能力不足等问题，短期来看其自主创新升级面临着种种困难和障碍，从而

使得现阶段升级资金投入的作用还不能有效地发挥。 

(3)现阶段，政策环境对于企业 GVC升级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反向作用，分析其原因在于：尽管政府部门目前已经出台了多

项优惠政策以引导与支持浙江中小企业的升级发展，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在资金、人才、技术储备等方面都受到很大制

约，而目前政府所制定的一些扶持政策存在较高的准入门槛，短期内较难惠及中小企业。如政府的某些专项资金投入往往倾向

于支持大企业或龙头企业，中小企业则多因不符合条件而难以享受优惠政策。同时，由于在实际操作中对中小企业的界定存在

差异，使得部分政策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或宽泛，阻碍了政策措施的落实到位，从而没有对浙江中小企业的升级起到应有的促进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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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结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小制造企业 GVC升级的相关对策和建议： 

(1)培养本地企业家的全球视野与升级意识。通过针对性的课程进修、优秀企业参观考察、专题讲座以及建立与行业内外专

家、优秀企业家定期交流机制等方式不断提高企业家的自身素质，引导他们树立现代经营理念，提高他们引领企业升级的能力

和水平，从而不断带动企业升级。 

(2)注重持续不断地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的开发与培训。如通过高层次人才的招聘选拔、现有员工的培训与开发等手段，帮助

企业获取高素质人才，提高现有员工知识和技能水平，为企业 GVC升级提供高质量、高层次的人力资源保证。 

(3)根据自身情况加大技术研发投入。一方面需要建立长效激励机制调动企业员工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当前更要重视建立以

人才团队为中心的支持机制，整合各类资源为人才团队的项目研发、产业化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支撑服务；另一方面有实力

的企业可以与高校、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究，联合建立研究基地，从而不断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加

快产品升级。 

(4)中小企业在嵌入 GVC的过程中，应积极获取 GVC上领先企业的技术和知识的转移，同时注重引进知识和技术的消化、吸

收，实现外源知识的企业内部化，并充分发挥知识资本的主导作用，促进企业自主技术创新，推进企业升级。 

(5)政府应调整现有的政策，通过税收、融资、奖励、设立专项研发风险基金、建立中小企业园等政策，引导、鼓励和扶持

有制造优势的中小企业向 GVC 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等高环节延伸，为中小制造企业 GVC 升级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

服务环境。 

注释： 

①结构方程的信度分析包括：因素负荷量、信度系数、组合信度以及平均方差抽取量。其中，因素负荷量＞0.5，说明能够测量

到有效的构念特质；信度系数＜0.5，表示该测量指标需要修改或者剔除；组合信度＜0.6，表示测量数据信度不可接受；平均

方差抽取量一般要求大于 0.5。 

②拟合指数包括基本适配度与整体适配度。对基本适配度本文采用是否所有的误差变异项均为正数、0.5≤因素负荷量的值≤

0.95 以及没有很大的误差项作为评价标准，若基本适配度判断都为“是”则表示模型适配。整体适配度通过对简约适配度、绝

对适配度以及增值适配度评价获得。其中，简约适配度评价标准包括：PNFI值＞0.5、PCFI值＞0.5、PGFI值＞0.5、CN值＞200、

x2
自由度比＜2.0 以及 CAIC 值和 AIC 值要求理论模型值小于独立模型值，且同时小于饱和模型值；绝对适配度评价标准包括：

RMR 值＜0.05、GFI 值＞0.9、x2
＞0.05、RMSEA 值＜0.08 以及 AGFI 值＞0.9；增值适配度评价标准包括：NFI 值、RFI 值、IFI

值、TLI值以及 CFI值要求均＞0.9。若整体适配度大多数判断都满足条件，则表示所使用的数据结构效度良好。 

③根据一般国际标准，判断模型适配度的标准为 GFI值、CFI值、NFI值、x2
、AGFI值、RMSEA 值以及 IFI值等 7个系数。其中，

要求 RMSEA值＜0.08；x2
＞0.05；其余各值＞0.9。一般地，若上述 7个系数值没有达到要求则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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